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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借鉴社会学理论，依据统计数据和学术文献，对当代埃及社

会结构进行研究，得出的基本判断是，当代埃及社会依然是中间层及以上

３０％的人口与其余 ７０％的人口二元对峙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这种两极分

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的普遍贫困，造成了埃及三大发展困境，即人口与人

力困境、储蓄与投资困境、治理与政治困境。 埃及必须有力地推进社会结

构转型，促进社会结构现代化，即埃及政府需要大幅度地提升中间层人口

所占比率，降低中下层特别是底层人口比率，从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亦即

供给侧等方面进行有效改革，方能破解埃及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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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２ 年“七月革命”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埃及的社会结构经历了纳

赛尔时期、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时期的艰难转型。 这种转型使当代埃及社会出现两

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的普遍贫困，进而造成了埃及三大发展困境，即人口与人力困

境、储蓄与投资困境、治理与政治困境。 本文在借鉴经典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当代埃及阶层的划分标准，着重分析处于缓慢转型过程中的当代埃及社会结构，考察埃

及发展困境，力图为深化人们对埃及社会变革与发展困境的认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社会结构分析与埃及社会阶层划分标准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加速进行，社会结构从统治阶级与被统

治阶级对峙的二元结构，逐渐演化成多阶层融合共生的现代阶层结构。 虽然阶级仍

然存在，而且阶级与不平等、支配与被支配依然是洞悉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不可或

缺的视角。 不过，多视角、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分析，对于深入剖析日益复杂多元的当

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 阶级、阶层与社会结构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 只要私有制存在，阶级就是客观的社

会存在。 列宁进一步指出了统治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及其占有

生产资料的本质。①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变

革造成社会分层加速进行，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多元，对阶级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变

化。 马克斯·韦伯承认“‘财产’和‘无财产’就是所有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但是

他强调阶级的形成以市场为前提。 没有自由交换和自由流动的市场，就只有等级，
没有阶级。 因此，韦伯以阶级、身份和政党（权力）三个维度分析社会结构，事实上解

构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占有为基础的阶级理论。②

虽然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散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管理权）的分离

淡化了现代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学家并没有否定植根于生产

资料私有制及雇佣劳动的阶级。 比如，埃里克·奥林·赖特（Ｅｒｉｋ Ｏｌｉｎ Ｗｒｉｇｈｔ）以对

金钱资本或投资的控制权、对物质资本或物质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对劳动控制权等

划分阶级。 他把资本家界定为拥有生产资料和雇佣许多劳动力的人，经理人则是为

资本家工作、控制他人劳动的人，工人指仅仅向资本家出售劳动力的人，小资产阶级

指拥有生产资料却雇佣很少工人的人。 赖特的阶级分类模型，以雇佣 １０ 人及以上者

为资本家，雇佣 ２ 人至 ９ 人为小雇主。③

·４·

①

②
③

列宁：《伟大的创举》，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 ４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１ 页。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 ２ 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６ 页，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 ２ 版），第 １９４、２０５－２０８ 页。 ［美］哈罗德·Ｒ．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

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上海人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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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功能主义学派奠基人涂尔干聚焦社会分工与社会整合问题。 当代功能主

义学派代表人物帕森斯虽然注意到社会成员财富和权力的差异，但是特别强调分层

的主观性，“共同价值体系在功能上确保最重要的角色由最有能力的人通过他们的

地位努力来担当”。 他认为地位或荣誉是社会分层最重要的维度，其逻辑链条为社

会的特定制度→共同价值体系→道德评判→个人在社会分层体系（亦即社会结构）
中的位置。① 然而，“制度”如何产生，由谁主导？ 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收入、权力

密切关联，他人的评判处于次要地位。 在遭到猛烈抨击而进行修正后，功能主义学

派的实证研究仍然聚焦职业声望主题，比如邓肯的社会经济指数由经过加权的教育

水平和收入组成。
西方社会结构理论同时存在融合与斗争的博弈趋势。 一方面，当代西方社会冲

突或阶级冲突理论，仍然重视社会中的剥削与支配现象。 韦伯主义学派认为，个人

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决定其阶级地位，不平等主要是由市场机会阻隔造成。 对此，
赖特针锋相对地驳斥说：“机会阻隔的关键效应是剥削和支配，而不简单地只是市场

优势。”赖特更不苟同西方主流的社会结构理论之“个人属性”路径，后者以个人获得

职业和收入的决定因素为重心，构建“地位获取模型”。 相反，赖特紧紧抓住人们占

据的职位本身的不平等的决定因素。② 另一方面，在社会结构的实证研究上融合的

趋势也极为明显。 冲突理论代表人物、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达仁多夫 （ Ｒａｌｆ
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认同马克思的两个阶级模型（社会中存在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但却受

到韦伯的影响，极为重视权力的冲突。 他认为不平等无非是社会权力结构的结果，
权力和权威是社会结构中普遍存在的因素，权力和权威比财产地位、经济地位更为

普遍，财产只不过是权力和权威的一种特殊形式。③ 因此，冲突理论或新马克思主义

与新韦伯主义或功能主义在具体构建社会结构模型时，事实上趋于融合。 赖特划分

阶级的标准，除了生产资料占有或对劳动的控制，还有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
结果，赖特阶级分类的具体标准是生产资料资产和劳动力资产（雇佣 １０ 人及以

上为资本家）、组织资产（直接参与为组织制定决策和对下属具有实际监督权）和技

术资产（技术职位、教育证书和工作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向韦伯社会分层的三个

维度阶级（财富与收入）、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靠近。 原本与生产资

料占有直接关联的“阶级”，便与“阶层”大同小异。 哈罗德·克博以个人在职业结构

中的地位、个人在权威结构中的地位和个人财产（资产结构）为标准，将美国社会划

分为上层阶级、公司阶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四个阶层。 下面，我们在

批判地借鉴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划分当代埃及社会阶层的标准。

·５·

①
②
③

［美］哈罗德·Ｒ．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第 １３２－１３３ 页。
李春玲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及社会经济后果》，第 ４－６ 页。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 ２ 版），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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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代埃及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

上述阶级、阶层与社会结构理论，是在西方社会变革的土壤上产生、发展和演变

的，有助于我们认识埃及社会结构及发展困境。 然而，埃及的国情与发展水平与西

方国家差距甚大，特别是纳赛尔时期。 代表中、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纳赛尔政权，
呼唤社会公正，“融合阶级差别”，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推行缓和阶级差别、缩
小收入差距的重大社会改革，如 １９５２ 年、１９６１ 年和 １９６９ 年三次土地改革，农业合作

化运动及国有化运动。 这些改革打击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比如实施累进税，对超

过 １ 万埃镑的收入征税 ９０％。 同时，纳赛尔政权还采取了扶植、壮大中间阶层的措

施。 因此，纳赛尔时期埃及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为主的上层与中下层二元社会结构。
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否定纳赛尔式的社会主义，实行新自由主义改

革，被埃及左翼学者称为“资本主义重构”。① 新自由主义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埃及

两极分化缓和的趋势，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因此本文着力考察萨达特和穆巴拉

克时期的埃及社会阶层。
本文划分埃及社会阶层的标准包括：第一，组织资源（权力）是当代埃及阶层划

分的重要标准。 早在纳赛尔时期，人数很少的执政精英就日趋官僚化和资产阶级

化。 高级官员享有行政权力或国企决策权，间接控制生产资料，或直接管理国有企

业。 第二，经济资源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或实际占有，或拥有巨额财富，是阶层划

分的重要依据。 具体来说，包括地主或农业资本家占有耕地的数量和私有部门企业

主雇佣人员的数量等指标。 与职业地位直接相关的收入也是重要考量因素，因此行

政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人员的职级是划分阶层的重要依据。 同时，埃及石油劳工移

民由于收入较快提升，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位列中间层。 就其教育水平、生活方式

与文化资源而言，原本属于下层或中下层。 第三，职业声望与文化资源在当代埃及

分层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普通职员的

相对收入愈益下降，仅就收入而言，已经沦落到中下层。 但是，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

地位，占有一定的文化资源，因此划为中间层。 第四，教育资源与技术资产是阶层划

分的新的重要依据。 自由职业者以这方面的优势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

收入，位列中间层。

二、 当代埃及的社会结构

（一） 纳赛尔时期埃及的社会结构

在纳赛尔时期，埃及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大地主阶层遭到打击，大资本家被

·６·

① ［埃］艾哈迈德·扎耶德和萨米耶·赫萨卜主编：《埃及结构调整政策的社会方面》 （开罗大学社会学

系第二届年度论坛文集）（阿拉伯文），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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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 埃及社会阶层结构逐渐从上层、中层和下层分别占人口的 ２％、５％和 ９３％的

三层结构，演变为上层约占 ２０％，中下层约占 ８０％的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社会的两极分化。① 以自由军官为核心的行政事业单位、军方及公有部门（国有企

业）高级官员、高级军官和高级经理，占地 ５０ 费丹（１ 费丹合 ６．３ 市亩）以上的地主，
构成社会上层，即统治阶层。

据统计，纳赛尔时期占总就业人口不到 ２０％的非体力劳动者可以视为上层。
１９６０ 年埃及管理人员 ８．５ 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 １．１％；技术人员和办公人员均为

２８．５万人，各占 ３．７％；商人 ６２．６ 万人，占 ８．１％。 这些非体力劳动者共占 １６．６％。
１９６６ 年，管理人员增加到 １．５ 万人，占 １．８％；技术人员 ４０ 万人，占 ４．８％；办公人员

４５．８ 万，占 ５．５％；商人 ５２．５ 万，占 ６．３％。 非体力劳动者占比略有上升，为 １８．４％。 社

会中下层即体力劳动者，包括手工业者、服务人员、务农人员，还有不确定职业者。
１９６０ 年三类体力劳动者 ６２８．２ 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 ８１．３％；１９６６ 年的同类数据分

别为 ６６３．２ 万人和 ７９．５％。 不确定职业者的占比 １９６０ 年为 ２．２％，１９６６ 年 ２．４％。②

纳赛尔时期埃及社会上层的核心由高级官员和高级经理、占地 ５０ 费丹以上的地

主和资本家组成：一是高级官员和高级经理。 省长及以上的行政事业单位官员和国

有企业高级经理，人数很少，二者相加占比不超过 ２％，但是他们大权在握，执掌政权

并控制了绝大部分经济和社会资源，工资薪金高，还享有各种特权。 二是地主或农

业资本家。 １９５２ 年和 １９６１ 年两次土改消灭了占地 ２００ 费丹以上的大地主，但是占

地 ５０－２００ 费丹的地主 １９６１ 年有 ０．４ 万人，１９６５ 年仍有 ０．３ 万人。③ 由于土地改革，
地主基本上转变为农业资本家，发展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园艺种植。 三是资本家。
经过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国有化运动，埃及消灭了大资本家，个人最高收入上限为 １ 万

埃镑，但是仍然存在一定份额的私有部门或公私合营公司，工商资本家成为上层的

一部分。
纳赛尔时期的中下层由小土地占有者、无地贫农及农业工人、国企工人、手工业

者及服务人员组成。 在这个阶层中，国企工人工作稳定，享有较好的社会福利和社

会保障，境遇较好，或可视为中层，他们是纳赛尔式社会主义的直接受益群体。 据估

计，１９５２ 年至 １９６８ 年，埃及国企工人从 ３０ 万人增加到 ８０ 万人。 国企工人占工人规

模的比率从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年的 １０％增至 １９７１ 年的 １２．５％。 小农与无地贫农受益于土

地改革，占有的耕地比 １９５２ 年增加了 １５７ 万费丹，１９７１ 年其人数增加到 ３０３．３ 万，占
土地所有者的 ９５％，却只占有 ５７％的耕地。 由于行政资源和农业资源均掌握在富农

和中农手中，处于下层的小农和无地贫农的命运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虽然政府规定

·７·

①

②
③

［埃］阿卜杜·穆尼阿木·朱迈伊：《稳定与变化间的埃及社会》 （阿拉伯文），开罗：文化宫总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３８－４１ 页。

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７６ 页。
同上，第 １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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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业工人最低工资与最长工时，且收入略有提高，但依然处于社会底层。 据国际

劳工组织对埃及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埃及 ２５％的农村家庭为赤贫家庭，严重缺衣

少食。 这 ２５％的农村赤贫家庭当为无地贫农或农业工人。①

（二）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社会的五大阶层

萨达特总统实行的“开放政策”从根本上逆转了纳赛尔“融合阶级差别”的基本

国策，造成社会分层加速进行，社会分化提速，阶层差别急剧扩大，大致形成五大社

会阶层。
１． 顶层

埃及社会的顶层由行政事业单位、军方、国企享有决策权、掌握资源的上层管理

人员、大资本家和新型地主（农业资本家）等构成。 粗略估计，顶层占总人口比率在

１％以内。
第一，上层管理人员。 １９７１－１９７２ 年行政事业单位上层管理人员仅 １９０５ 人，占

行政事业单位总人数的 ０．１４％，１９７７ 年占 ０．１２％，１９８８ 年占 ０．２９％，１９９６ 年占０．３４％。
１９７５ 年国企高级经理 １，８６０ 人，占国企员工总数的 ０．９６％。 县级以上（不包括县级）
上层管理人员，包括总理、部长、军队司令与警察总长和各省省长，１９７７ 年为 ２，７６１
人，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年为 ３，４７６ 人，１９９６ 年增加到 ８，１５０ 人。② 虽然包括军队、警察、国企

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广义）政府部门机构（公有部门）和人员不断膨胀，１９９６ 年政府

人员（公职人员）占总劳动力的 １ ／ ３，但是上层管理人员占（广义）政府部门人员的比

率很低，位居社会顶层。
第二，大资本家。 遭到纳赛尔政权打击的大资本家，在萨达特的开放政策下得

到复苏和发展。 穆巴拉克总统继续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和 ２００４ 年推进私有化进程，使大资本家得到进一步发展。 据估计，大资本家占正规

私有部门企业主的 １ ／ ４ 左右，包括爆发户与商业资本家、承包商、工业资本家和金融

资本家。 １９７６ 年，埃及雇员 １００ 人以上的私有企业只有 ２８８ 家，１９８６ 年增至 ５８０ 家，
１９９６ 年为 １，３２４ 家。③ 私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也从 １９９１ 年经济改革前夕的

５８．１％上升到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的 ８６％，④由此可以推定，埃及大资本家人数增长较快，
但是占 １９９６ 年总人口的比率仍然不到万分之一。

第三，农业资本家。 埃及农业资本家脱胎于大地主，他们投资商业、金融业和工

业，在农村发展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逐渐与大资本家合流。 纳赛尔农业改革

·８·

①
②
③

④

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第 ７５－７８ 页。
同上，第 ９９ 页。
Ｂｅｎｔ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ｍｉｒ Ｒａｄｗ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Ａ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Ｔｅａｍ Ｆｉｎａ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Ｄ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ＬＯ， １９８２， ｐ． ６５．

埃及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编：《２００７ 年埃及年鉴》，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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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了地主阶级，却促进了农业资本家的发展。 据统计，占地 １００ 费丹以上的地主，
１９７７ 年、１９９０ 年均占耕地所有者总数的 ０．１％，但是同期其人均占地从 １６５ 费丹增加

到 ２１２．４９ 费丹。 同期占地 ５０～１００ 费丹的富农，均占耕地所有者的 ０．２％，但是人均

占地反而从 ７８．８３ 费丹减少到 ５１．６３ 费丹。① 可见，处于顶层的地主或农业资本家得

到了发展，富农则遭到挤压。
２． 中上层

埃及中上层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１０ ～ ５０ 费丹的土地

所有者和中等资本家上层，约占埃及总人口的 １０％，是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新自由主

义改革的直接受益群体，正处于向上社会流动过程中。 同时，中上层成员之间联系

密切，存在广泛的水平流动。
第一，中下层管理人员。 １９６５ 年以来埃及为大中专毕业生提供公职岗位，公职

人员急剧膨胀，其数量从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的 ７０ 多万人增加到 １９７１～１９７２ 年的１，２００多
万人。 其中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增长较快，年均增长率超 ９％。② 萨达特和穆巴

拉克时期，该群体人数稳步上升，１９７６ 年埃及行政事业单位中下层管理者和国有企

业的中下层管理人员人数约 １７ 万，约占当年埃及总人口的 ５‰。③ １９９６ 年埃及行政

事业单位中下层管理者占 ４７０ 多万行政事业人员的 １６．５％。④

第二，雇员 １０～１００ 人的中等资本家的上层。 他们在纳赛尔时期遭到了严格限

制，仅存在于部分建筑承包业、零售业、批发业、运输业和中小型制造业。 萨达特和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愈益鼓励私人资本和私有部门，不断放宽对私人企业的限制，大
批中小规模的埃及私人承包商、供应商和批发商利用公有部门的次级订单发展壮

大。 １９７６ 年 １０～１００ 人私人企业 ３，７００ 多家，１９８６ 年增至 １６，２００ 多家，以 １９９９ 年达

到 ２５，１００ 多家，雇佣员工人数与私有部门总员工数之比率保持稳定。 然而，如果

１９９９ 年人口以 ６，０００ 万人计算，那么中等资本家上层占总人口比率仅 ０．０４‰。⑤

第三，１０～５０ 费丹的土地所有者。 他们是纳赛尔政府加强对农村社会经济干预

的主要受益者，他们逐步取代农村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 萨

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实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为这个阶层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１９７１ 年政府取消对土地的监管，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实行自由化取向的农业结

构调整，１９９２ 年启动地租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这一切壮大了 １０ ～ ５０ 费丹土地所

·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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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埃］艾哈迈德·扎耶德和萨米耶·赫萨卜主编：《埃及结构调整政策的社会方面》 （开罗大学社会学

系第二届年度论坛文集），第 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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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ｐ． ２４８．
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第 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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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阶层。 他们利用银行中长期贷款和各种有利政策，发展面向市场的资本主义农

业。 该阶层可进一步分成两个次级阶层：２０ ～ ５０ 费丹土地所有者利用资本优势，积
极发展资本主义农场，其人数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保持稳定；１０ ～ ２０ 费丹土地

所有者多生活在农村，为农村实权人物，其人数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有所增长，
从 １９７７ 年 ４．４ 万人增加到 １９９０ 年 ６ 万人，但是占有的土地面积占可耕地的比率有

所下降，从 １９７７ 年的 １０．３％降到 １９９０ 年的 ９．８％。①

３． 中间层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两极分化加剧，中间层的小部分进入了中上层，大部分

沦落到中下层。 中间层主要由行政事业单位的办事人员、中等资本家的下层、５ ～ １０
费丹的土地所有者、石油劳工和自由职业者组成。

第一，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普通办事人员，包括行政级别四级至十级，
１９７７ 年占公职人员的 ６１．２％，１９８８ 年占 ６２．６％。② 经过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急剧膨胀，
埃及行政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基本满员，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急剧膨胀的公职人员

绝大多数是普通办事人员。 这使得办事人员群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仅 １９７１ ～ １９７２
年到 １９８０ 年就新增 １００ 多万，１９９６ 年他们占 ４７０ 多万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６３．７％，
１９９６ 年普通办事人员占埃及总人口的约 ８％。 但是，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物价高

企，普通办事人员赖以养家糊口的工资收入增长缓慢，难以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造
成办事人员的整体阶层地位下滑。

第二，雇员 ５～１０ 人的中等资本家的下层，包括中等规模的作坊主、小型承包公

司老板和服务业主等。 纳赛尔式社会主义改革对中等资本家下层冲击有限，萨达特

和穆巴拉克时期对私有经济的鼓励，使这一群体得到发展。③ 他们雇佣员工人数占

私有部门总员工数的比率维持稳定，大约 １１％ ～ １２％之间。 １９７６ 年雇员 ５ ～ １０ 人私

有企业 ２５，９９５ 家，１９８６ 年增至 ４１，００５ 家，１９９９ 年达到 ８２，６４６ 家。 以 １９９９ 年人口

６，０００万人计算，当年中等资本家的下层约总人口的比率不到 １．４‰。
第三，５～１０ 费丹的土地所有者在村内多担任村长和长老等职位，该群体与 １０ ～

２０ 费丹土地所有者同为埃及政府统治农村的基础，特别是 １９６９ 年第 ５１ 号法令将农

村管委会成员可拥有的土地从 ５ 费丹提到 １０ 费丹后，该群体在农村中的政治权威进

一步巩固。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的农业改革使 ５ ～ １０ 费丹的土地所有者受益巨

大，１９７８ 年 ５～１０ 费丹土地所有者人均贷款额是 ５ 费丹以下土地所有者的近 ６ 倍。④

同时，该群体拥有更多的土地种植高收益的经济作物。 由于埃及建筑业发展迅猛，
对建筑工人的需求扩大，许多村长和长老利用传统的宗法关系召集农村劳工，成为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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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包工头。 ５～１０ 费丹的土地所有者阶层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极其稳定，１９６５～
１９９０ 年间其人数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比率介于 ２．３％ ～２．７％之间，户均占地面积约 ６
费丹。①

第四，石油劳工。 ２０ 世纪七十年代埃及石油劳工迅速增长。 相比过去，埃及石

油劳工的收入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少人原为农村贫困人口，归国后带回大量财产，
修缮或新建房屋，购买家电等耐耗品、投资土地和商业等，成功地实现了向上流动。

最后，自由职业者。 他们人数很有限，却是埃及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

括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会计、文艺工作者和高科技信息工作者等，１９９６ 年占埃

及总人口的 ５％以内。 他们一般受到良好的现代教育，通过专业技术和脑力劳动赚

取合法收入，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有利位置。 我们可以从埃及同业公会的会员增长，
管窥自由职业者的快速发展。 同业公会从 １９７６ 年的 １５ 个增加到 １９８６ 年的 １７ 个，
１９９６ 年为 １９ 个。 规模最大的是教育公会、商人公会、农业公会、工程师公会、律师公

会等，成员从 １９７６ 年的 ５．６ 万，增加到 １９９６ 年的 ２３０ 万。②

４． 中下层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中下层处于向下流动的险境，主要由国有企业普通

员工、小业主和 １～５ 费丹土地所有者组成，约占总人口的 ３０％。 在萨达特和穆巴拉

克政府私有化政策的影响下，他们或者从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下滑，或者收入难以

赶上埃及高企的通胀，生活条件不断恶化。
第一，国企普通员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纳赛尔政府实行国有化政策，大力发展国

有企业，国企成为埃及经济的支柱，吸纳了当时全国近一半工人。 同时，政府扩大了

国企员工诸如职工分红和参与企业管理等权利，国企工人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成
为当时埃及的中间层和纳赛尔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 萨达特时期，国有企业有近 ９６
万员工，其中绝大部分是普通工人，虽然国企工人的工资在 ７０ 年代翻了一番，③但是

当时物价飞涨，普通工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开始沦为中下层。 穆巴拉克政

府的经济改革与私有化政策，造成大批国有企业改制，不少国企员工不得不离开国

企，转入私有企业，仅 １９８８～１９９８ 年间就有近 ３０ 万员工离开国企。④ 在萨达特和穆

巴拉克时期，高企的物价、僵化的升职机制以及不断下降的待遇使国企普通员工的

社会阶层地位普遍下滑，从中间层跌落到中下层。
第二，聚集在非正规部门的微型企业主（企业雇员少于 ５ 人或 １０ 人）。 埃及小

·１１·

①
②
③

④

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第 １８５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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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绝大多数为自主雇佣者，大多为个体工商业者。 １９９２ 年埃及城市非正规部门吸

纳了 ４０％的非农就业人口，约占总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① 长期以来，非正规部门是

埃及私有部门的主体，１～４ 人的私人企业一直占私营企业的 ９０％以上。 １９７６ 年雇员

１～４ 人私营企业 ７０ 多万家，１９８６ 年增至 １０４ 万家，１９９９ 年达到 １５３ 万家。② 小业主

主要来源于社会底层，教育水平不高，很少有再向上流动的机会，徘徊在社会中下

层，但仍然是归国后的部分石油劳工和国内移民的主要选择之一。
第三，１～５ 费丹土地所有者。 该群体在 １９９０ 年占耕地所有者的 ９５．８％。 在萨达

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大量农村男性劳工涌向海湾国家和埃及的大城市，越来越多的

女性参与农业生产，提高了女性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 得益于纳赛尔的土地改革和

耕地开垦政策，该阶层曾在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５ 年期间新增耕地 ８６ 万费丹。③ 但

是由于埃及人口不断增加，新增耕地又十分有限，该群体的人均土地所有量不断下

滑。 由于埃及物价不断上涨，１～５ 费丹土地所有者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
５． 底层

埃及社会底层人数众多，生活艰辛。 粗略估计，近 ４０％的埃及人为食不果腹的

贫困人口，主要包括私有企业的工人、占地 １ 费丹以下的贫农、少地或无地的农业工

人和城乡失业人员。
第一，私有企业工人。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私有部门发展迅速，吸收了

大量就业人口。 １９７６ 年私有部门员工 ７３ 万多人，１９８８ 年增至 １１１ 多万人，１９９８ 年

达 １４０ 万人，④约占 １９９８ 年埃及总人口的 ２．４％。 埃及私有部门可分为两部分，正规

私有企业（１０ 人以上）和非正规私有企业（１０ 人以下）。 正规部门的私有企业发展较

快，其产品附加值占制造业总附加值的份额从 １９７４ 年的 ９％上升到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年的

１７％。⑤ 但正规部门的私有企业吸收就业有限，１９７６ 年仅有工人 １７ 万，⑥绝大部分

私有部门工人集中在非正规部门，１９９０ 年吸收埃及总就业的 ５１％。⑦ 这部分人口聚

·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毕健康、陈勇：《当代埃及国内劳工移民与工业化问题评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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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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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埃及城市的贫民区，生活条件恶劣。
第二，占地 １ 费丹以下贫农、少地或无地的农业工人和城乡失业人员。 在萨达特

和穆巴拉克时期，土地不断向中上层集中，１９６５ 年 １ 费丹以下的土地占有者占总土

地占有者的 ２８％，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增至 ４８．８％。① １ 费丹以下的土地所有者生活艰辛，
初期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劳工投入到家禽养

殖业，男子还经常外出打工，以贴补家用。
农业工人大多是占地极少或无地的农村劳工，１９７６ 年和 １９８６ 年分别为 ４４２ 万

人和 ４５６ 万人。② １９７３ 年以后，石油劳工数量增长迅速，农业劳工的供给偏紧，农业

工人工资上涨，埃及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在 １９７３ ～ １９９０ 年间增长了三倍，这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农业工人的贫困。 但是由于埃及政府长期忽视农业，农业工人的工资

水平仍远低于其他行业，１９７５ 年农业工人平均工资不及建筑业的一半。③ 农业工人

在埃及农村处于社会最底层。 １９９７ 年的调查显示，从事农林业的男性贫困人口占总

贫困人口 ３０．８９％，远高于其他行业。④ 同时，少地或无地农业工人的子女营养不良

的比例在所有职业中最高，占总数的 ２５．４％。⑤

第三，失业人口处于埃及社会最底层。 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主要由于地

租性经济部门远远超过工农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近乎同步上

升。 据统计，１９７０ 年埃及失业率仅 １．５５％，１９７６ 年猛增到 ７．７％，１９８６ 年 １４．７％，１９９２
年达 １７．５％，１９９３ 年为 １０．６％，２００１ 年为 ９％，２００４ 年为 ９．９％，２００９ 年为 ８．８％。⑥ 不

仅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而且失业人口逐渐趋向年轻化，集中在 １５ ～ ２９ 岁之间的大

学和中学毕业生。 埃及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缺乏就业岗位，其失业率要高于

城市，农村占总失业人口的 ５２％。⑦ 埃及城乡失业人口生活极度贫困，２０００ 年户主

失业家庭占埃及贫困家庭总数的 １９．６９％。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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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埃及社会结构与发展困境

当代埃及社会结构转型相当缓慢，既是埃及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动力不足的产

物，又反过来制约经济增长，造成发展困境。 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及政治发展，总的

来讲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当代埃及国家治理不善，政府效率低，与
埃及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又严重掣肘埃及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的现代

化。 下文作者从人口与人力、储蓄与投资和治理与政治三个方面，探究埃及发展

困境。
（一） 埃及的人口与人力困境

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也是长期制约埃及发展的重要问

题。 穆巴拉克曾经指出，埃及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增长过快，愈益膨胀

的人口规模对埃及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１８９７ 年埃及人口 ９７１．７ 万

人，１９１７ 年 １，２７５．１ 万，１９３７ 年 １，５９３．３ 万，１９４７ 年 １，８９６．７ 万，１９６０ 年 ２，６０８．５ 万，
１９７６ 年 ３，６６２．６ 万，１９９６ 年 ５，９３１．３ 万，２０１７ 年 ９，４７９．９ 万。① １８９７ 年至 １９４７ 年埃

及人口第一次翻番，用了 ５０ 年时间。 埃及人口第二次翻番，只用了 ３０ 年时间

（１９４７～１９７６ 年）。 １９８６ 年埃及人口 ４，８２５．４ 万人，３１ 年后几乎再次翻番。 埃及目前

的人口是 １２０ 年前的近 １０ 倍。
为了缓解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人地矛盾和粮食供给紧张，埃及政府一直重视拓

荒垦地，比如设立农业与农垦部。 据统计，１９５２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埃及共开垦荒地

３，０９５，０００费丹，约占 １９９７ 年耕地总面积的 ２４．４％。② 埃及荒地开垦速度与效率较

高，但是仍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埃及的粮食安全问题。 埃及粮食过

度依赖进口并受到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波动的冲击，危及民众生活水平及社会稳定。
人口增速过快还是造成埃及人力资源发展困难的重要因素。 根据 ２０１６ 年人类

发展报告，埃及人力发展指数 １９９０ 年为 ０．５４７，２０００ 年上升到 ０．６１２，２０１０ 年 ０．６７１，
２０１１ 年 ０．６７３，２０１３ 年 ０．６８６，２０１５ 年 ０．６８９。 可是埃及人力发展指数在全球的位序

反而下降了 ３ 名，２０１５ 年在世界各国中排在第 １１１ 名。 ２０１５ 年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

育年限，埃及分别为 ７１．３ 岁和 ７．１ 年。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５ 年，埃及成人识字率仅为 ７５．２％，
埃及高等教育入学率仅 ３２％。③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埃及在扫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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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 ２３ 页；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埃及统计年鉴（１９９２—
１９９８）》（阿拉伯文），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１ 页；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２０１７ 年埃

及人口普查》（阿拉伯文），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１ 页。
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埃及统计年鉴（１９９２－１９９８）》，第 ４５－４６ 页。
Ｕｉ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７，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ｄｐ．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ｎｄｐ ／ ｅｎ ／ ｈｏｍｅ ／ 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ａｇｅ ／ ｈｄｒ ／ ２０１６⁃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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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普及中小学教育方面成绩斐然，但教育的不平衡发展严重制约了埃及人力资源

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几乎停滞不前。 ２１ 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长期在 ３１％
上下徘徊。①

埃及人口与人力困境，既指人口快速增长，又包括人口快速膨胀下人力资源发

展的不足，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失误，使本应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宝贵财富的

青年人没有用武之地。 埃及是高度年轻化的社会，２０１５ 年年龄中位数只有 ２４．７ 岁，
为数甚多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中学和大学毕业后，需要找寻优质的就业机会一展

宏图，却遭遇国民储蓄率低下和经济增长失去动力的困境。
（二） 埃及的储蓄与投资困境

经济要发展，投资是关键；资本要积累，储蓄是关键。 占埃及总人口 ４０％的底层

食不果腹，遑论储蓄。 占埃及人口约 ３０％的中下层，储蓄能力极为有限。 处于顶层

的 １％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其拥有的巨额财富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资本运

作。 埃及国民储蓄主要来源于占比 １９％的中间层和占比 １０％的中上层，二者仅占埃

及总人口的 ２９％。 两极分化和大众的普遍贫困，造成埃及国民储蓄率低下。
据统计，１９７７ 年埃及国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 ２４．９％，１９８０ 年 ２１．０％，

１９８４ 年为 ２３．６％，１９８８ 年为 ２９．２％，１９９２ 年为 ３４．２％，１９９６ 年为 １８．９％，２０００ 年为

１８．０％，２００４ 年为 ２１．１％，２００８ 年为 ２３．６％，２０１２ 年为 １２．９％，２０１６ 年为 ９．３３％，２０１７
年为 ９．６９％。② 虽然埃及居民储蓄率上下波动，但是相对较低。 １９８１ 年是第一个低

谷，储蓄率为 １６．５％。 １９８６ 年是第二个低谷，跌到 １２．９％。 ２０００ 年为第三个低谷，为
１８．０％。２０１０ 年以来直线下降，直到 ２０１５ 年跌破 １０％，这清楚地反映出埃及人自“阿
拉伯之春” 以来生活艰辛、无力储蓄的事实。 １９９２ 年埃及储蓄率最高，也只有

３４．２％。
埃及国民储蓄率低，需要大量引进外资。 如图 １ 所示，埃及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

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具有几个特点：第一，总体上看，埃及吸引外资数量少。
２００６ 年是埃及吸引外资最成功的年份，外资净流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只有

９．３４％。１９７９ 年是埃及吸引外资的第二个高峰年，外资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６．７０％。但绝大多数年份该数字均低于 ４％，２０１１ 年甚至出现了 ０．２０％的负数。 统计

数据表明，近六年埃及吸引的外资绝对数量大大低于土耳其，但是多于受到严厉制

裁的伊朗。 第二，埃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波动幅度大，这既说明埃及投资环境差，又
对埃及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无助于埃及经济稳健增长。

·５１·

①

②

毕健康、陈勇：《当代埃及教育发展与社会流动问题评析》，载《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７－
２１ 页。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 Ｒｅ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ｅｇｙｐｔ⁃ａｒａｂ⁃ｒｅｐ？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８ｐｕ．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ｅｇｙ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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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Ｅｇｙｐｔ， Ａｒａｂ Ｒｅ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ｅｇｙｐｔ－ａｒａｂ－ｒｅｐ？ｖｉｅｗ＝ ｃｈａｒ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国民储蓄率低，外资流入少而且波动幅度大，意味着埃及资本积累缓慢而艰难。
投资乏力，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埃及的治理与政治困境相互关联，相互强化。

（三） 埃及的治理与政治困境

埃及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政府机构臃肿，腐败和官僚主义严重，存在严重的治理

困境。 在埃及投资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投资软环境亟待改善。 埃及法律环境缺乏

透明性和稳定性，对法律的解释不清晰，不同的政府部门或官员有不同的解释。 虽

然包括塞西总统、投资部、投资总局等高层非常重视外资，但具体到办事人员，观念

不开放，认为外国投资者到埃及就是来赚埃及的钱，因此对投资者帮助和欢迎不够积

极。 其次，行政效率低下，在埃及注册企业、办理劳工签证相当困难。 “在埃及办理工

作签证需要经过劳工、内务和安全三个部门的审查，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规定。 而内务

和安全的审查没有对外公开的标准，很多中国公司在注册时遇到了问题，甚至几次注册

都被拒绝，理由就是安全审查没通过，至于为什么没通过，不会给出详细说明。”①第三，
埃及严苛的外资企业用工比率和解雇政策让外国投资者望而生畏。 埃及劳工部门要求

外国人与本国人的雇佣比为 １ ∶９，这对于一些高科技企业来说有一些难度。 如此高的

当地人用人比例对业务会产生影响。 第四，埃及外汇短缺和外汇管理政策让外资望而

却步。 外汇短缺促使埃及采取了限制进口以及限制外汇存款和汇出的措施。②

如果说埃及腐败泛滥，在埃及经商需要与政府机构保持非正式联系，依赖代理

人和“好处费”才能办成事，凸显埃及治理困境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冲击，那么埃及的

政治困境与政治腐败密切相关，对埃及发展的掣肘更加突出。 比如，埃及国有企业

的私有化，政治和政策出发点是通过市场机制和市场资源，特别是引进国际市场资

·６１·

①

②

王云松：《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商务参赞接受本报专访时称 埃及国家战略蕴含巨大商机》，载《环球时

报》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第 ６ 版。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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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国际市场竞争，倒逼埃及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实现技术升级，提高企业管理

水平，增强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然而，埃及私有化进程最终演变成官商勾

结、侵吞国家财富的一幕幕大戏。 这种形似而神不似的伪市场化改革，在穆巴拉克

政权后期加强了政治精英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后果极为严重。 在政治上，埃及民

众对穆巴拉克政权日益绝望，认为当局只是为一小撮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效命的腐

朽政权。 从社会层面看，埃及中间层和中下层、底层的经济空间受到更加严重的挤

压，发展机会遭到阻隔，生活越来越艰难。 在经济层面，市场严重扭曲，遭到大资产

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双重打压的私有部门，本来是经济和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生力

军，也是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最强劲最持久的力量，如今却日益萎缩和凋敝。 因此，
埃及落后的社会结构，尤其是二元化的阶层结构趋于固化与埃及的发展困境，互为

因果相互强化，仿佛成了解不开的死结。

四、 结　 　 语

当代埃及社会结构转型艰难，转型动力不足，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幅度小。 相对

而言，纳赛尔时期埃及社会结构趋于合理，从前一个时期的上层、中层和下层分别占

２％、５％和 ９３％演变为上层约 ２０％、中下层约 ８０％，下层人口比率下降了 １３％。 这是

纳赛尔政权“融化阶级差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治国方略的产物，然而它同时也

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欠发达社会“共同贫穷”。 纳赛尔政权劫富济贫式的改革，对国

民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产生了一定积极效果。 然而，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 ４０ 年

间，埃及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幅度小：顶层和中上层 １１％左右，中间层（中产阶层）仅
１９％，中下层和底层 ７０％。 中间层规模太小，埃及社会实际上依然是广义的中上层

（含中间层，３０％）与广义的下层（７０％）并立的二元社会结构。 广义的下层可以说是

贫困人口，差别在于占人口 ４０％的底层为绝对贫困人口，占 ３０％的中下层则处于随

时沦落底层的危险。 可见，埃及社会依然是一个两极分化和高度贫困化的传统社

会，离中间阶层占主体地位、普遍富裕的现代福利社会相距遥远。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及相关研究，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不高于 １５％，城市

化率 ６０％以上，中间阶层占比不低于 ４０％。 １９９６ 年埃及农、牧、林、渔业就业人员

４，８８０，８７１人，占总劳动力的 ３１％。① 埃及城市化率 １９８０ 年 ４４％，１９９８ 年为 ４５％，
２００８ 年回落到 ４３％，②２０１５ 年为 ４３．１％。③ 可见，埃及第一产业就业占总劳动力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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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埃及）统计年鉴（１９９２－１９９８）》，第 ３４－３５ 页。
世界银行：《２０００ 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２０１０ 年世界发展指标》 （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４８ 页，第 １９４ 页。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ＵＮＤＰ， Ｍａｒｃｈ ２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ｎｄｐ ／ ｅｎ ／ ｈｏｍｅ ／ 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ａｇｅ ／ ｈｄｒ ／ ２０１６⁃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 ｈｔｍｌ，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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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发达国家门槛的 ２ 倍，城市化率长期徘徊在 ４５％以内，不仅低于发达国家门槛

至少 １５ 个百分点，而且远低于伊朗和土耳其。 埃及城乡人口比率与就业结构（广义

的社会结构）与埃及阶层结构（狭义的社会结构）演变趋势基本一致，即变化幅度小，
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过去的四十年无疑是“失去的四十年”，由此可以理解“阿拉伯

之春”中埃及民众游行示威、反对穆巴拉克政权的口号是“面包、自由与社会正义”。
本文认为，要打破埃及社会结构不合理与发展困境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局面，

应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埃及需要加强政治引领和顶层设计，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一切工作围绕经

济快速增长、优质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而展开。 近年来，深受

动荡之苦的埃及民众已经在求稳定谋发展上达成了共识，塞西政权已经制订出雄心

勃勃的发展战略与计划。①

其次，埃及的发展必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工业化为龙头，在内部改革挖

潜、外部竞争驱动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发展质量。 实践证明，基础设施建设是

拉动国内私人资本与外国投资的引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经济

快速增长、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关键，也是社会结构向合理化均等化方向演进的强

劲动力。 可喜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埃及在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合作方面

无缝接轨，有利于推动埃及的工业化进程。
再次，埃及需要进行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竭力提高行政效率和

政府效力，为壮大私有部门和吸引外资，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和政治环境。 现代经

济是市场经济，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行政效率、政策环境和法制水平，直接关

系到企业运营成本，至关重要。
最后，塞西政府需要从政治的高度彻底解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这个

根本命题。 唯有使最广大人民分享发展红利，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力

促进社会结构向着合理化、均等化方向迈进，着力扩大中间阶层，才能从国民储蓄和

资本积累亦即供给侧方面，破解埃及发展困境。 同时，埃及社会结构转型，中间阶层

壮大，必将培育出为数众多敢打敢拼的新型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增强社会活力，促
进埃及发展。 换言之，社会结构转型反过来会成为不可遏制的强大结构性力量，促
进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现代化，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现代化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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